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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议题娱乐化：“云监工”场域中的饭圈语言生成与传播

摘要：疫情期间，央视出品的慢直播“与疫情赛跑：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引

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文化再创造、主流文化与饭圈文化交汇融

合的现象，引发人们对灾难议题与娱乐化尺度的关注和探讨。该直播处于全民抗击疫

情的特殊历史时期，除了自身作为一种媒介存在以外，还具有安抚人心的政治策略色

彩，其引发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背后的语言学、社会学意义，同样值得深入的了

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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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为缓解床位不

足、病患治疗需求缺口大的问题，计划用 10 天时间建成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也

于其后交付）。央视频对此进行了全景式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吸引了总计超过 1 亿

人次的观看，最高纪录是超过 5000 万人同时在线。在观看过程中，网民给镜头画面

中的设备、植物乃至各种物体命名、取昵称：混凝土运输搅拌车叫“送灰宗”，压路

机叫做“多尔滚”，镜头斜下方的三棵树被取名为“吴三桂”……镜头之外，观看直

播的网民自称为“云监工”，在直播下方的评论区里“打卡”“交班”，形成一个活

跃的、大规模的舆论场。对于用户的反应和热情，以央视频为代表的各大官媒新媒体

平台纷纷跟进报道，并在评论区推出免费打榜活动，将各种机械设备昵称拟人化、明

星化，鼓励用户为喜爱角色加油助力，一时间，微博等公共社交平台充斥着“饭圈”

式的话语狂欢。

本文以“云监工”创造的饭圈话语体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媒介政治社会学课程知

识，从社会语言学、社会学、媒介伦理三个角度对既有现象进行审视和思考。

一、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分析与饭圈文化入侵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社会语言学描述的是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即语言和社会

环境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动态。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与其说

语言（Language）是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句法、词法结构，不如说是人们在交流过程

中对于表达的选择偏好、具体使用的词汇语句，即学术概念上的“言语”（Parole）。

这一概念的区分表明语言不仅是塑造人类认知、思维逻辑的体系，同时也接受社会现

实的影响和调节。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所制定、形成的法则在实际交往场景中常常被打破。言

语存在的意义正是如此，人们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适应不同情境的交流，往往采用

独特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系，甚至罔顾原本定为铁律的语法规则。网络流行语是一个

典型例子。



在此次“云监工”所创造的言语词汇中，被大量使用的是谐音类的流行语，这些

流行语大多具有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国特色语境的背景。诸如“焊武帝”“送高宗”“道

光帝”来源于古代帝王的庙号，网友们将不同设备的功能、特点与庙号联系起来，如

长臂的高层混凝土运输车能将材料送到高层，便谐音“送高”；道路抛光机则取一前

一后两字作为缩写，简称为“道光帝”。这些别名和昵称一经创造就被当时的网民群

体接受，并迅速在全网蔓延开来。

从效果上看，这些词汇具有标记性功能，能够让人们迅速对应能指和所指，具有

编码化特色，简短易记，又因旧词新义、一语双关而充满幽默调侃色彩。“谐音梗”

的即时创造、广泛传播、易于接受的特性，建立在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中国古代

历史文化、神话体系之上，并且受到当时当地所处的紧急施工、全景开放式直播的社

会环境影响。为了完成网络社区趣味交流这一目的，同时符合弹幕评论精简语句的要

求，“谐音梗”流行语追求语言学法则的经济性、形象性而放弃了准确法则。

还有一些命名更注重表现亲昵色彩，如水泥罐车被称为呕泥酱，黄色、蓝色的挖

掘机被称为小黄、小蓝等等。其中，“酱”的使用也是体现言语受社会文化影响的表

现。“酱”是日语的人称后缀“ちゃん”的音译，它在日语中被用来加在人名之后，

用来表示极度亲密的关系和亲昵的情感。近年来，中国社会与日韩娱乐文化交流渐深，

粉丝追星所使用的言语表现出了强烈的日韩化特征。此次“叉车酱”“呕泥酱”的出

现，则是日韩娱乐文化的二次迁移，从粉丝话语引渡到一般性的、非娱乐情境的公众

话语体系当中，在关于灾难的直播舆论场中显示其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饭圈文化的表达也脱离特定的娱乐文化场景，蔓延到慢直播这一媒介

场所，形成一个群集对另一群集的“文化入侵”。

“饭圈”本指因喜爱、崇拜、追逐同一明星而形成的网络粉丝社群，从词汇结构

来看，“饭”加“圈”等同于粉丝群体加上社群范围的边界限制。饭圈文化则是围绕

该网络粉丝共同体产生的一系列特定行为和组织结构：“圈”的内部有明确清晰的分

工与等级，包括宣传、反黑（对侮辱己方偶像言论进行自卫、反击）等等；日常行动

主要是“打投”，即“打榜”和“投票”，当明星偶像发布新歌时助力这首歌提高在

音乐榜上的名次，在偶像参与的活动中积极投票。

在慢直播中，官方媒体注意到了网民的传播话语，顺势将工地设备虚拟化、人格

化为网络偶像，赋予其主体身份，在评论区开通打榜功能，吸引网友为其“打投”，

寻求平台流量和热度、关注度最大化。一时间，饭圈话语席卷网络，追星文化中的控

评、水军、应援口号随之出现，展现出饭圈业态的特质。

从现实中冰冷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机器，到带有情感色彩的平面的昵称词汇，

最终转化为虚拟的、立体的网络偶像，这个现象级的媒介事件背后充斥着自发的文本

再创造和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刺激和影响。慢直播采用的是无剪辑、无解说、无修饰

的原生态呈现，相当于传播者的观点和话语力量被严重削弱，它所构建的文本几乎不

带任何主观色彩，媒体话语主体性让位于公众。广义的框架理论下，促使传播内容发



生巨大变化的正是接受者的认知和文本解读，以及受到文化影响、心理状态而进行的

话语重构、文本再创造。网民在弹幕区、评论区发表的言论没有媒体或学术界的严肃

性、专业性要求，换言之，此处的传播追逐的是有趣、通俗的话语表达。无论是“谐

音梗”还是饭圈“行话”，它们都长期渗透在文化氛围和集体记忆之中，使其所形成

的言语表述能够被人轻易理解、记忆、传播，又传递着轻松、戏谑的思想情感；同时，

身处严峻疫情防控形势、隔离在家出现精神空虚和情感诉求的网民，渴望安抚内心的

焦虑和孤独、打破现实中沉重的氛围，“云监工”的身份让他们找到了集体认同，在

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找到了“陪伴”和“在场感”，进而乐于对群体内的通用言语进行

使用和传播。

二、娱乐化的灾难议题和政治学审视

拟人化称呼广泛传播、为机械设备打榜如火如荼的同时，也有不少的网友表达了

对此的质疑和抵制。他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灾难，不应该被

泛娱乐化。网友大肆传播诙谐的命名、狂热地打榜是对疫情的消费，是万物皆可娱乐、

皆可“萌化”的表现。这种行为既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和对疫情本身的关注，消解了重

大灾难议题的严肃性，又伤害前线医护人员、施工人员等奋斗者的感情。

形成定论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云监工”们的创作激情与创作内容，不仅具

有媒介现象意义，也有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的探讨空间。

首先，“云监工”式的公民参与，生动再现了群体是如何在媒介中产生并获得“政

治权力”的。边沁曾于 1785 提出“圆形监狱”理论，该理论后来被福柯在《规训与

惩罚：监狱的诞生》中详细介绍，并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相关论述。理论设计了一

个环形监狱，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楼，通过这个塔楼，监督者可以监视所有囚室内

的囚徒，而囚徒无法看到塔中的人，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单向度

的知情使权力弥漫在空间中的每一个角落，囚徒被完全笼罩在规训机制的阴影中，一

刻不得放松。这意味着，权力的施与受不再一一对应，权力施与者可以不在场，甚至

不存在，但接受者所感受到的压力将无孔不入。

理论投射到疫情中，直播技术打造了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全景敞视建筑，整个直

播间就是一个媒介技术支持下所产生的规训空间。观看直播的网民尽管在现实意义上

与施工人员没有任何从属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监督权力，但当人们全时长、

不间断，有组织并成规模地观看施工过程时，无意中形成了“深渊的凝视”，获得评

头论足的权力和能力。虚拟空间的“凝视”所形成的目光压力如数施加在现实的工地

上，工人们知道自己被“云监工”，知道自己驾驶的器械被赋予昵称而成为了关注（监

视）的焦点，却无法指出监视者的具体方位、无法阻挡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因而处

在高强度的自我规训当中。

其次，昵称“拟人化”的过程，也是人的劳动被异化的过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

理论中提出劳动外在性的观点：“……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



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

别人。”
1
搅拌车、挖掘机本质上是生产工具，起着传导劳动的作用，不具有任何主观

能动性和自发的生产力；付出思维活动和体力劳动、操纵机器进行生产创造的，始终

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工人。然而，人们将一个个机械设备直接抽象为言语符

号，把它们当成萌化的、可爱的想象物，将人的劳动嫁接为机械自身的劳动，把物体

“拟人化”的同时也将人“物化”，剥夺工人辛勤劳动的归属。尽管网民命名的初衷

在于为施工人员加油打气，但由于传播的选择性和情绪倾注的狂热，言语符号中人的

分量逐渐消解，演变为单纯对物的歌颂和赞美，最后娱乐性覆盖思维性，沦为一场盛

大的网络话语狂欢。当微博上出现所谓“叉车酱”的“反黑站”、叉车的应援口号“叉

叉勇敢飞 i叉永相随”时，人们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在饭圈话语体系的打榜、投票

中流连忘返，离疫情灾难本身、火神山医院工地出现原因本身已经相差很远了。

不仅如此，娱乐化的灾难议题还可能带有隐性的情感伤害。除了工地上各种设备

的昵称外，网友们还创造了“阿中哥哥”（代指中国）“阿冠”“冠状君”等的具有

人际交往联系的称呼，给新型冠状病毒画了萌化的卡通插画、将武汉与病毒描绘成一

对人物 CP（组合）进行想象和意淫。从这些衍生作品里，人们难以感受鼓励奋斗、表

达感激的初心，转入了对灾难的戏剧化建构、传播，沉浸在网络世界的歌舞升平里。

然而网络之外是充满生与死的现实世界，新冠病毒确诊数量飙升，医疗资源紧张，武

汉城中仍有病患求医无门，因得不到治疗而凄凉地死去；工人们日夜开工建造医院，

透支自己的生命为抗疫行动铺垫路基，几天几夜不曾休息；前线医生在防护服等医疗

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还有各个岗位

上的工作人员，不乏因此殉职者……快乐和痛苦在这个社会的当下时间出现显著的分

层，社会心理和共识也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网民的幻想让其沉浸在虚无当中无法

共情，另一方面，前线工作者也可能因为自己的劳动被轻描淡写地异化而感到寒心。

这是否意味着，网友们戏谑调侃的创造完全不可取呢？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提，

网友们处于被隔离、娱乐活动急剧减少的时期，心理上的不安和孤独需要倾泻和缓解，

而拟人化昵称创作的最初也寄寓着希望疫情尽快结束的期待（如白色集装箱板房命名

为“白居易”，意为“白色板房居住容易康复”）。从本质上说，网友娱乐化消费的

对象不是灾难这一意象本身，而是抗击灾难的努力过程，亦即对灾难的情感共识没有

发生解构。同时，“云监工”的走红客观上引导人们更关注公共事务，饭圈文化中的

崇拜主义被运用到重大灾难时期的民族主义构建，主题认同感和凝聚力得到加强，甚

至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饭圈爱国主义”情绪。

三、媒介伦理与媒体话语

在“云监工”的事件中，以央视频、人民网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对事件的舆论推动、

走向引导起了显著的作用。官方主流媒体承担了发起者、传播者的角色，然而基于慢

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2000



直播原生态、无主持的特点，它所掌握的话语权分量并不大，创作空间更多让位于作

为接受者角色的网民。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受制于自身定位和立场要求，

传播话语偏向严肃化、官方化，难以在网络上获得受众、尤其是占活跃地位的青年群

体的关注与认同，因此面临着影响力流失、绝对话语权地位消解的困境。可以看到，

各大官媒的新媒体都在试图贴近网络生态，用年轻化话语体系讨好网民群体，达到维

持地位的目的。尤其是近几年“萌系”话语、饭圈亚文化的盛行，主流文化为迎合萌

系审美而对亚文化进行收编，将以网络流行语为代表的话语体系纳入自身表达体系之

中，力求融合与活泼。

然而，融合的界限与娱乐的尺度一样难以把控。央视频为紧跟舆论热点推出的“打

榜”功能，并没有收获预期的好评，在招致部分学者和网友的批评后匆匆下线。出现

偏差的原因在于，主流媒体在融合的趋向中混淆了自己与网民的定位差异，忽略了媒

介伦理的要求。身为主流媒体，是在网络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意见领袖，更具有隐

含的舆论上的权力机构意味，它所表达的态度将影响国民的风气和评判。对于灾难议

题的态度应该是严谨、严肃的，应当保持理性的主旋律和中立的态度，才能客观地传

播信息、影响受众。

饭圈文化呈现的立场先于理性、粉籍决定行为的高度情绪化和个人崇拜主义的特

点，并不能适用于严肃的政治场合。主流媒体在官方渠道对其表现欣赏和赞同，用低

幼化的言论与民众进行对话和交流，无异于以自身的传媒强势摧毁、重塑公众对于灾

难事件的认知，抹杀个体对于事件的独立思考。此前以“阿中哥哥”代称中国的说法

被《新闻联播》等央视平台采用，同样遭到民众质疑。“阿中哥哥”这个带有明显的

饭圈文化色彩的词汇被运用在号称“中国政坛的风向标”的官媒节目，表明官方对词

汇背后的文化隐喻的认可——希望民众将国家作为偶像，而政治问题娱乐化和国家偶

像化所带来的，是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主体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和追捧。人民应当是国

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粉丝”。人民天然地享有对国家提出建议、批评，并对国

家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这种严肃的政治关系在饭圈的偶像与粉丝之间是无法存在

的。当官媒有意识或无意识，或是为了其他目的采用了饭圈话语表达，置换称呼的同

时也将意识层面的权利和义务悄悄剥夺了。

这显然是有悖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尽管创立直播间和“云监工”的最初目的

是使抗疫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缓解大众恐慌，维护社会的稳定，昵称低幼化也是

网友自发的创造，但由于大众传媒不恰当的引导以及用力过猛，安抚作用演变成为“麻

醉”作用，使得公众对于灾难的思考仅停留在娱乐表层而难以深度思考和保持理智，

淡化了灾难本身的意义。从某种程度来说，主流媒体对灾难的戏谑式报道是有违人道

主义精神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

结语



作为特殊时期国家民族情绪表达的一部分，“云监工”及其衍生媒介现象有其积

极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该事件“情感上可以理解，政治上值得警惕”，当中反映

的社会言语构建、主流媒体如何在网络中找到严肃性和娱乐性的平衡等问题，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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